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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的疾病预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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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是我国特有物种，也是世界上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目前仅分

布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现存 7个家庭群、42只个体。由于种群数量极少且遗传多样性较

低，该物种应对病原暴露和疾病冲击的能力可能受到限制，疾病暴发一旦发生，可能对种群存续造成严重影

响。鉴于疾病预防在极小种群保护中的重要性，本文围绕海南长臂猿潜在疾病风险，梳理病毒性疾病、细菌

性疾病、寄生虫病及其他机会性感染等主要风险类型，分析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病原传播风险的影响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员进入管理、生物安全防护、栖息地环境与病原监测、同域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生境质量提升和生态廊道建设等环境管控措施。海南长臂猿疾病防控应在“全健康

（One Health）”框架下开展，将野生动物健康、栖息地管理、人员活动管控和社区参与相结合，服务于日常监

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为极小种群濒危灵长类动物的疾病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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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是中国特有

物种，曾广泛分布于海南岛，因栖息地大面积丧

失，致其种群数量骤减，现为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

动物之一，仅分布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

岭片区。截至 2024年，现存种群数量为 42只[1]。

已有研究表明，海南长臂猿遗传多样性极低，并存

在近交风险[2−3]；遗传变异水平下降可能削弱其对

环境变化和病原侵袭的适应能力。与此同时，该

物种对成熟热带雨林生境依赖性强，对人类活动

干扰较为敏感[4, 5]，这些因素共同增加了种群健康

管理的复杂性。

传染病不仅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严峻挑战，

也是影响野生动物种群存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重要因素[6]。对于种群数量极小、分布范围高度受

限的海南长臂猿而言，任何传染病的发生均可能

造成严重种群损失，甚至导致种群灭绝 [7]。近年

来，栖息地破碎化和人类活动扩张增加了野生动

物与人类、家畜家禽及同域野生动物的接触机会，

提高了人兽共患病溢出和反向溢出的风险[8−9]。因

此，将疾病风险识别、监测与干预纳入濒危物种保

护体系，已成为保护生物学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的

重要内容[10]。

在多种疾病的预防策略中，环境管控具有基

础性作用。通过降低病原体在环境中的存活机

会、阻断传播途径并减少宿主暴露，可在疾病发生

前实现风险前移和源头干预[11]。有效的环境管控

通常包括生境修复、人类活动管理、生物安全规

范、环境病原监测和应急处置等内容，是提升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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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免疫”能力的重要支撑[5, 12]。本文围绕海南

长臂猿疾病预防需求，系统梳理潜在疾病风险及

其环境驱动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环境管控方案，旨

在为海南长臂猿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其

他极小濒危野生动物种群的疾病预防提供参考。

 1　海南长臂猿的潜在疾病风险来源

海南长臂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同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评为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 CR）物种。受保护

等级、伦理要求和样本获取条件限制，目前关于该

物种的系统性疾病资料仍较缺乏。因此，识别其

潜在病原威胁时，有必要综合参考人类与非人灵

长类动物共患病、同域野生动物病原携带情况以

及环境暴露风险。依据病原体属性和传播特征，

本文将主要疾病风险归纳为病毒性疾病、细菌性

疾病、寄生虫病和其他相关疾病。

 1.1　病毒性疾病风险　病毒性疾病具有传播速度

快、范围广、易造成流行的特点，是海南长臂猿疾

病预防中应重点关注的风险类型。呼吸道病毒风

险尤为突出，研究表明，人呼吸道合胞病毒（human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HRSV）曾在圈养白掌长

臂猿（Hylobates lar）中引发致命性肺炎 [13]，SARS-
CoV-2感染研究也提示，部分非人灵长类具有潜在

易感性[14]。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科研监测和巡

护活动增加，进一步提升了人源呼吸道病毒经人-
猿界面发生反向溢出的风险。

同域分布的猕猴等灵长类动物可能携带多种

病毒，并通过共享空间、食物资源或环境介质增加

跨物种传播机会。B型疱疹病毒（B virus）主要宿

主为猕猴类动物，但具有跨物种感染能力，可在非

天然宿主中引发严重神经系统疾病[15]。此外，猕猴

等同域物种可能参与病原维持、重组和扩散过程，

从而增加海南长臂猿的间接暴露风险[16−17]。在啮

齿类动物中发现的长臂猿白血病病毒（Gibbon ape
leukemia virus, GALV）内源性病毒性元件，也提示

病毒在不同哺乳动物类群间可能存在潜在的跨种

传播[18]。

 1.2　细菌性疾病风险　细菌性疾病风险主要来源

于机会致病菌的环境暴露、人类活动引发的病原

输入以及家畜家禽相关病原的溢出。在人兽共患

病 方 面 ， 现 有 研 究 发 现 ， 土 拉 弗 朗 西 斯 菌

（Francisella tularensis）可导致欧洲圈养的白掌长

臂猿感染并死亡，提示长臂猿对部分细菌性人兽

共患病原可能较为敏感[19]。在环境源病原方面，类

鼻疽伯克霍尔德菌（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等
病原可在土壤和水体中存活，人类活动引起的土

壤扰动、水源污染或地表径流增加，可能提高灵长

类动物接触该类病原的风险[20]。

在畜禽与长臂猿可能发生间接接触的区域，

家畜家禽粪便、饲养点径流和人员携带物均可能

将病原带入栖息地。已有研究报道，沙门氏菌

（Salmonella spp.）曾导致圈养的马来亚长臂猿发生

群体性死亡，提示畜禽相关细菌病原存在向长臂

猿类动物传播并造成健康危害的风险[21]；同样，胞

内劳森菌（Lawsonia intracellularis, LI）可感染圈养

的戴帽长臂猿（Hylobates pileatus）并引发增生性肠

病，相关病例死亡率较高达 80%，鉴于该菌常见宿

主包括猪等家畜，应关注家畜病原进入灵长类种

群的潜在风险[22]。

 1.3　寄生虫病风险　寄生虫风险通常与粪便污

染、水源卫生、食源污染和周边动物活动等方面密

切相关。对海南长臂猿而言，寄生虫感染可能通

过消耗营养、损伤肠道黏膜或诱发慢性炎症降低

个体健康水平，进而削弱种群对其他病原的抵御

能力。在肠道寄生虫方面 ，蓝氏贾第鞭毛虫

（Giardia duodenalis）已在圈养的非人灵长类动物

中检出。该虫具有一定人兽共患传播潜力，受粪

便污染的食物、水体或环境可能成为灵长类动物

感染的重要途径，因此应将粪源污染和粪-口传播

风险纳入日常防控重点[23]。

此外，贝利斯蛔虫（Baylisascaris procyonis）等
寄生虫可对灵长类动物造成严重损害，其传播通常

与粪便污染的土壤、水体及其他环境介质有关[24]。

在海南长臂猿分布区，若保护区边界存在家畜放

养、粪污堆积或水源污染等情况，可能会导致寄生

虫卵、卵囊等感染性阶段在环境中留存和传播的

风险增加[25]。

 1.4　其他疾病　除病毒性、细菌性和寄生虫性疾

病外，机会性感染、自由生活原生动物感染以及病

因未明的非特异性综合征同样需要纳入监测范

围。例如 ，狒狒巴拉姆希阿米巴 （Balamuthia
mandrillaris）可在多种狭鼻猴类，包括长臂猿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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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肉芽肿性脑膜脑炎，该原生动物广泛存在于

土壤和淡水环境中，早期识别和防控难度较大[26]。

同时，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高，海南

长臂猿与同域野生动物共享空间、食源和环境介

质，不明原因发病或死亡事件可能提示新的病原

暴露或环境风险，应建立规范化的监测、采样和快

速排查机制[27−28]。

 2　病原传播的环境驱动因素

环境通过影响病原体存活、宿主暴露、宿主种

群接触结构和传播媒介活动，调控疾病发生与传

播过程。海南长臂猿分布范围窄，栖息地质量及

其变化直接关系到种群健康风险。综合现有研究

和保护实践，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

以及人类活动共同构成其病原传播风险的重要环

境驱动因素。

 2.1　 栖 地 破 碎 化 　 栖 地 破 碎 化 （habitat
fragmentation）是指在自然干扰或人为活动影响

下，原本连续分布的栖息地被分割为面积较小、相

互隔离斑块的过程，强调栖息地空间格局和连通

性改变，而不仅是栖息地面积减少[29]。对于活动范

围受限、依赖树冠连续性的海南长臂猿而言，栖息

地破碎化不仅限制个体扩散和基因交流，也可能

通过改变动物接触网络和环境暴露途径增加疾病

风险。

 2.1.1　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会直接改变

森林空间结构。森林砍伐、农地开垦以及交通、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导致栖息地丧失、边缘化

和斑块化。一方面，适宜生境缩小会压缩海南长

臂猿活动空间，使家庭群内部或相邻群间的空间

利用更加集中，从而增加个体接触和病原传播机会[7]；

另一方面，林地边缘和人类活动交错区增多，会提

高海南长臂猿与啮齿类、家畜家禽及其他同域动

物间接接触的频率，进而增加人兽共患病溢出风

险[30−31]。

 2.1.2　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通过重塑人、猿、畜禽

和同域野生动物的接触区域，放大病原输入和传

播风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生态旅游、

日常巡护和科研监测等活动使人员进入重点栖息

地的频率增加；道路、步道和管护设施也可能形成

边缘效应，增加海南长臂猿与周边社区、家畜家禽

及同域野生动物的间接接触机会。上述变化可能

提高人源或畜禽源病原向野生灵长类动物溢出的

风险，因此需要将生物安全管理与活动强度控制

纳入保护区日常管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失衡还可能改变
 

表 1    海南长臂猿潜在病原体分类汇总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pathogens threatening the Hainan gibbon

类别
Category

代表性风险/疾病
Representative pathogens/diseases

潜在来源/传播提示
Potential sources/transmission implication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病毒性疾病
Viral diseases

HRSV、SARS-CoV-2、B型疱疹病毒等
HRSV, SARS-CoV-2, B virus, etc.

人-猿界面接触；同域灵长类可能参与病
原维持、重组或溢出
Human–gibbon interface; sympatric
primates may facilitate maintenance,
recombination or spillover

[13−14, 16−17]

细菌性疾病
Bacterial diseases

土拉菌病、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沙门氏
菌、胞内劳森菌等
Tularemia, 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
Salmonella spp., Lawsonia intracellularis,
etc.

环境暴露；畜禽-猿界面溢出
Human/environmental exposure;
livestock/poultry–gibbon spillover interface

[19−22]

寄生虫病
Parasitic diseases

贾第鞭毛虫、贝利斯蛔虫等
Giardia spp., Baylisascaris procyonis, etc.

粪-口传播；食物、水体或土壤污染；家畜
家禽放养
Fecal–oral transmission; contaminated
food, water or soil; exposure increased by
free-ranging livestock

[23−25]

其他疾病
Other diseases

自由生活的阿米巴原虫相关脑炎等
Free-living amoeba-associated encephalitis

土壤或水源污染；异常发病或死亡需快速
排查
Exposure to soil and freshwater; rapid
investigation of abnormal morbidity or
mortality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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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群落组成、病原维持机制和传播网络结构。

病原多样性与宿主多样性之间常表现出一定相关

性[32−34]，这也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新发疫病风险较

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活动引起的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下降、非法捕猎贸易、交通网络扩张和跨区

域流动等因素会增加病原接触机会并加速疫病扩

散[35−40]。因此，海南长臂猿疾病预防不能仅关注单

一病原，还应从生态系统完整性和人类活动管理

层面降低其感染的综合风险。

 2.1.3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疫病发生的影响受

多种因素共同制约，其作用取决于病原体、媒介生

物、宿主和栖息环境等因素。不同病原和宿主对

温度、湿度和降水的响应并不一致。例如，登革热

病毒（dengue virus, DENV）在温暖潮湿的季节更易

传播[39, 41]，而流感病毒则更易在低温、低湿条件下

传播；新冠病毒的传播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形

成统一结论[42]；鼠疫等自然疫源性疾病对降水和干

旱的响应也因区域生态条件不同而呈现差异[43]。

全球变暖可能推动部分媒介生物和疫病风险

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扩展。例如，DENV及其媒

介蚊虫的适宜分布范围可能随气候变暖而改变，

相关传播媒介已在高海拔地区出现 [44]；黄胸鼠

（Rattus tanezumi）等啮齿动物的分布变化也可能影

响鼠疫等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风险格局[45]。同时，极

端低温、暴雨、干旱等气候事件可通过诱发食物短

缺、栖息地退化和宿主营养应激等连锁效应削弱

个体免疫力，从而增加疾病传播风险[46]。可见，气

候变化对疫病风险的影响并非单向线性过程，而

是由宿主、病原、媒介和环境条件共同决定[47]。

 2.2　栖息地环境污染　栖息地环境污染是病原体

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水体污染尤为突出。

流经村庄、农田或旅游设施的地表径流可能携带

细菌、寄生虫卵囊和有机污染物，并污染海南长臂

猿可能饮用或取食相关的溪流、季节性水洼和积

水[47]。土壤作为多种寄生虫和自由生活病原体的

环境储存介质，其污染状况同样值得关注。栖息

地破碎化引起的土壤侵蚀还可能促进病原体向水

体和低洼区域扩散。

食源污染也是潜在风险。保护区周边农田使

用的农药、化肥及其他化学物质，可能通过空气漂

移、降雨径流或土壤迁移污染海南长臂猿取食的

叶片和果实。此类化学污染物未必直接导致感染

性疾病，但可能干扰肠道微生物群落、诱发应激反

应或影响免疫功能，进而降低个体对病原体的抵

抗力[48–49]。因此，环境污染管控既应关注病原体输

入，也应关注化学污染和生态应激对宿主易感性

的间接影响。

 3　海南长臂猿疾病预防环境管控策略

 3.1　人-猿界面生物安全与活动管控　疾病预防

（disease prevention）是指在疾病发生之前或早期阶

段，通过识别危险因素、切断传播途径和降低宿主

暴露来减少疾病发生风险的一系列措施；疾病管

控（disease control）则是在疾病已经出现或存在传

播风险时，通过持续监测、干预和处置将发病与传

播水平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对于海南长臂猿这

一极小种群物种，防控策略应坚持“预防优先、风

险前移、快速响应”的原则，重点降低人源及畜禽

源病原进入海南长臂猿种群的可能性。

管控的核心在于严格管理人类活动，以降低

人源病原体向长臂猿种群溢出的风险。所有进入

海南长臂猿重点栖息地的科研人员、巡护人员、管

护人员、媒体人员及其他访客，均应执行统一的生

物安全规程：1）进入前连续 7天开展健康监测，出

现发热、咳嗽、咽痛、腹泻、皮疹等症状者不得进

入；待临床症状消失满 7天且经健康评估无风险

后，方可恢复野外工作。2）建立人员健康档案和

疫苗接种记录，对长期在岗的管护人员、监测队员

和研究人员开展定期健康培训。3）在进入各家庭

群核心家域的主要通道设置生物安全卡口，对鞋

底、衣物外层和野外装备进行消毒；跨家庭群活动

区域作业时，应重复实施装备清洁和消毒。4）严
格禁止吐痰、随意丢弃食物和垃圾、接触或投喂野

生动物等行为；在近距离作业或呼吸道疾病风险较

高时期，应规范佩戴口罩并控制停留时间。5）加
强管护站、科研营地和临时作业点的卫生管理，规

范污水、厨余和生活垃圾处理，避免形成新的病原

输入源。

疾病早期识别应与行为监测相结合。野生灵

长类动物在自然环境中出现明显临床症状的机会

有限，受感染个体可能因维持社会地位或降低被

捕食风险而减少异常行为暴露。在病情加重时，

个体还可能主动远离群体，增加现场发现难度。

因此，应通过持续跟踪、红外相机监测、声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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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化行为记录等手段，持续关注活动时间下

降、休息时间增加、取食量减少、运动能力受限、

社交互动减少或掉队等异常信号。对社会互动、

资源利用和活动范围等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有助

于识别潜在传播路径，为疑似疫病的现场研判、样

本采集及应急快速处置提供科学依据。

 3.2　栖息地环境与病原监测　

 3.2.1　土壤检测　土壤是多种病原体和寄生虫在

环境中存活的重要介质，也是粪-口传播风险评估

的关键环节。在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土壤监测应

围绕粪源输入、病原暴露和环境卫生设置指标。

常用粪源指示菌包括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大

肠埃希菌和肠球菌等。上述指标本身未必代表致

病因子，但可作为粪便污染及其变化趋势的快速

信号，用于提示肠道细菌、病毒或原虫随粪便进入

环境的可能性。必要时，还可结合寄生虫卵、卵囊

和有机污染指标，综合判断粪污输入及环境卫生

状况。

监测点位应布设在巡护步道、游客停留点、管

护站周边、保护区边界与社区或放牧活动交界地

带、雨季径流汇入区等代表性位置，以提高对风险

变化的敏感性。监测方法可采用固定点位定期取

样、雨季与旱季对照，以及暴雨后加密取样相结合

的方式。样品检测以常规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检

查为基础，当监测指标异常升高或出现疑似疾病

事件时，可进一步开展分子检测和溯源分析。

 3.2.2　水体检测　水体是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和

人群共同接触的环境介质。地表径流可将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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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Hainan gibbon habitat and famil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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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或人类活动点的污染物与病原体带入溪流、

季节性水洼和雨后汇水区。针对海南长臂猿应将

其可能饮水或与取食活动相关的水体纳入监测范

围。监测内容以粪源污染和肠道病原相关指标为

主，并结合浊度、悬浮物等水质指标，辅助判断雨

后地表径流带来的泥沙、颗粒物及潜在污染输

入。对于风险较高或监测结果异常的点位，可进

一步开展寄生虫卵囊及特定病原检测。

监测频次应随季节和降雨过程动态调整。雨

季和暴雨后可适当加密监测，以捕捉短期径流输

入导致的病原或污染物波动。当水体指标异常

时，应开展上游溯源调查，重点排查放牧点、游客

聚集点、排污口、垃圾堆放点和临时施工点等潜在

来源，并采取设置缓冲带、规范污水与垃圾管理、

限制高风险时段进入等措施。

 3.2.3　空气传播风险监测　在海南长臂猿疾病预

防中，空气相关监测应服务于人源呼吸道病原输

入风险识别，而不宜仅停留在一般性空气污染评

价。科研监测、巡护和生态旅游等活动进入核心

栖息地时，应重点核查进入人员健康状况，并结合

活动规模、停留时长和观察距离等情况，评估人-
猿界面可能存在的飞沫或气溶胶暴露风险。对出

现咳嗽、喷嚏、发热等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应暂停

其进入栖息地。

在条件允许时，可在重点点位开展空气样品

或高频接触表面样品采集，为呼吸道病原暴露风

险研判提供辅助依据。在长期管理中，应将该类

风险纳入保护区日常生物安全制度，并根据风险

评估结果采取人员限流、缩短停留时间、保持必要

观察距离和规范佩戴口罩等措施。在周边地区出

现疫情风险提示时，应及时暂停相关活动或调整

监测安排，以降低人源病原进入海南长臂猿栖息

地的可能性。

 3.3　同域分布野生动物及迁徙性野生动物疾病

（禽流感）监测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是围绕

野生动物种群健康状态及其生境病原暴露风险，

持续开展观察、取样、检测和信息报告的工作体

系。其目标在于尽早识别个体行为异常、发病、非

正常死亡或环境指标异常等信号，并通过规范的

报告、检验和处置流程，将潜在风险控制在可管理

范围内。对于海南长臂猿这类极小种群濒危物种

而言，监测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疾病事件本身，还

在于通过长期数据积累建立健康基线、识别风险

驱动因素，并为环境管控措施调整提供依据。主

要监测疫病种类见表 2。
在监测实施层面，可按照重点区域定期巡查、

重点时段加密监测和异常事件即时响应的思路开

展工作。依托保护区管护体系，在海南长臂猿活

动频繁区域、人与海南长臂猿接触风险较高的区

域，如步道、科研监测点和管护站周边，以及可能

受社区放牧和家禽活动影响的边界地带，开展定

期巡护和现场观察。对关键点位，可结合红外相

机、视频监控等设备进行连续记录，以掌握个体活

动变化，及时发现异常行为，并减少直接人为干

扰。保护区还应加强社区宣传和协作，引导公众

避免拾捡或接触病死野生动物，发现异常情况后

及时报告，并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进入重点区

域的人员和物资，应落实手卫生、鞋底消毒、装备

清洁等生物安全措施，降低人为携带病原进入栖

息地的风险。

当发现疑似疫情或异常死亡事件时，应按照

应急预案启动处置程序，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并开
 

表 2    主要监测疫病种类

Tab. 2　Major disease categories for monitoring

鸟类 Birds 兽类 Mammals 其他 Others
细菌性传染病
Bacterial infectious
diseases

细菌性传染病（鼠疫、结核、布鲁氏菌病等）
Bacterial infectious diseases (plague, tuberculosis,
brucellosis, etc.)

不明原因发病或死亡事件
Morbidity or mortality events of unknown
cause

病毒性传染病
Viral infectious disease

病毒性传染病（流感、口蹄疫等）
Viral infectious diseases (influenza, foot-and-mouth
disease, etc.)

国家要求监测的其他疫病
Other diseases requiring national
monitoring

衣原体病
Chlamydiosis
立克次体病
Rickettsi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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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场风险评估。对疑似发病个体或救护个体，

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隔离观察；对可能受

污染的点位，应开展针对性消毒和环境清理；对病

死动物尸体，应按照生物安全要求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规范采样送检，为病原诊断和溯源分析提供

依据。上述工作应与日常监测数据相衔接，使监

测、风险研判、应急处置和事后总结形成连续管理

过程，持续提升保护区疾病预防和环境管控能力。

 3.4　生境质量提升与生态廊道建设　提升栖息地

质量和连通性是保障海南长臂猿长期健康的核心

策略。栖息地破碎化和孤岛化限制了长臂猿活动

范围，使种群更易出现空间隔离和基因交流不足，

从而加剧极小种群的生存风险[50]，因此，应优先识

别连接霸王岭现有分布区与周边潜在适宜生境的

关键通道，逐步构建生态廊道，以扩大有效生存空

间并促进个体扩散和基因流动。

生态廊道建设应重点恢复本土食源植物和树

冠连续性。植被恢复宜优先选用海南长臂猿常取

食的乡土树种，改善乔木层结构，并提高不同季节

食物资源的稳定性。对道路、滑坡地及其他树冠

断裂区域，可在充分评估地形条件、使用频率和安

全风险的基础上，设置人工树冠桥梁，减少长臂猿

下地移动或跨越断裂带时面临的风险。同时，应

加强退化生境修复、水源保护和外来干扰控制，降

低长臂猿因食物不足而扩大活动范围、接触污染

水源或潜在污染食物的可能性。通过上述措施，

可改善栖息地质量，降低环境暴露风险，为海南长

臂猿种群健康和长期恢复提供基础保障。

 4　展　望

海南长臂猿疾病防控应由疾病发生后的应急

处置，逐步转向以风险识别和前端预防为核心的

长期生态健康管理。在“全健康（One Health）”理
念下，人类、家畜家禽、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健康

相互关联，疾病预防不应仅限于动物个体层面，而

应纳入国家公园栖息地保护、社区管理和公共卫

生协同治理之中[51]。

国际大型类人猿保护实践可为海南长臂猿疾

病防控提供参考。IUCN相关指南提出，在大型类

人猿旅游、科研和监测活动中，应重视人员健康筛

查，限制患病人员进入，控制观察距离和停留时

间，规范口罩使用，加强手卫生，并优先采用非侵

入性样品开展健康监测[52 −54]。海南长臂猿虽不属

于大型类人猿，但其种群数量更少、分布范围更集

中，对疾病事件和人为干扰的承受能力更低。因

此，相关经验可作为参考，但不宜简单照搬。应结

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气候条件、地形特征、

巡护方式、社区分布和科研监测需求，建立适用于

本地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在监测技术方面，海南长臂猿疾病防控应优

先采用非侵入性方法，减少捕捉、麻醉和直接接触

带来的干扰。未来可在现有巡护和行为观察基础

上，结合自动声学监测、红外相机、图像识别、粪

便病原检测、粪便激素和肠道微生物分析等技术，

持续记录个体活动、群体行为、栖息地变化和潜在

健康风险[55 −57]。这类方法既符合极危物种保护伦

理，也有助于建立长期健康基线，为异常行为识别

和风险研判提供数据支持。

在管理实践方面，应将疾病预防嵌入巡护、科

研监测、生态旅游、媒体拍摄和社区共管等日常工

作。对进入核心栖息地的人员，应明确健康申报、

进入许可、人数控制、停留时间、观察距离、口罩

使用、装备清洁和离场消毒等要求[52 −54]。对保护

区边界社区，应加强家畜家禽放养管理、粪污处

理、水源保护和公众宣传，减少人类活动及畜禽活

动向核心栖息地输入病原的机会。当发现长臂猿

行为异常、环境指标异常或病死野生动物时，应及

时开展现场核查、风险研判、样品送检和后续处

置，并将处置结果反馈到日常管理中，持续优化防

控措施。

在栖息地管理方面，疾病防控应与生境质量

提升同步推进。已有研究指出，适宜栖息地不足

和连通性受限仍是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的重要限

制因素[5, 50]。人工树冠桥梁可在短期内帮助长臂

猿跨越森林断裂带，但长期仍应以自然廊道恢复

和本土食源植物恢复为重点[12]。因此，未来应继续

加强退化生境修复、树冠连续性恢复、水源保护和

外来干扰控制，减少长臂猿因食物不足、活动范围

扩大或接触污染水源而增加病原暴露的可能性。

在研究层面，应加强海南长臂猿遗传多样性、

免疫状态、肠道微生物、潜在病原和环境暴露之间

关系的综合研究[2–3, 50, 56]。可在霸王岭片区持续开

展示范性监测，将长期行为资料、栖息地监测结

果、非侵入性健康指标和环境样品检测结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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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分析，评估不同管理措施的实际效果。在此

基础上，逐步形成适用于极小种群濒危灵长类动

物的疾病预防模式，为我国其他濒危野生动物健

康管理和国家公园生物安全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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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prevention in an endangered species: A cas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Hainan gibbon

Lyu Guanxin1,2,3#,   Bi Yu1,2,3,   Yu Sisi1,2,3,   Jin Kun1,2,3*
（1. Hai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 Park/Key Laboratory for National Park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ainan Province,Haikou,
Hainan 570203, China; 2. Ecolog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Hainan  gibbon  (Nomascus  hainanus)  is  endemic  to  China  and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ndangered  primates.  The
species is now confined to the Bawangling area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where only seven family groups and
42 individuals remain available. Its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 size and low genetic diversity may reduce its capacity to withstand
pathogen exposure, making any disease outbreak a potential threat to population persistence. With an emphasis on preven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otential pathogen risks faced by the Hainan gibbon, including viral, bacterial and parasitic diseases, as well as
other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It  also  examines  how  habitat  fragmentation,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may  shape  pathogen  transmission  risks.  Based  on  these  considerations,  a  se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asures is proposed, including biosecurity management in areas where people ma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gibbons, habitat and
pathogen monitoring, disease surveillance in sympatric wildlife, habitat improvement and ecological corridor restoration. Disease
risk management  for  the Hainan gibbon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in a  One Health framework that  links wildlife  health,  habitat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ith early warning and response. These recommendations may form disease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other critically endangered primat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s.
Keywords：Nomascus  hainanus；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disease  prevention； pathogen  transmission；

environmental control；On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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